
以“求是”精神，正本溯源，李约瑟访问浙大补录 

蔡恒胜 1 

因新冠肺炎宅在家中半年，使我有时间系统而深入地阅读从 1936年至 1949年

十三年间竺可桢执掌浙大校长期间的全部日记，写下了竺可桢日记札记初稿（1936-

1949）读书笔记。同时对我在 2018年写过的“探索李约瑟（尼德汉）是否把浙大誉

“东方剑桥”原始材料之一至之六”和在浙大西迁宜山办学 80纪念大会上的发言进行

综合，最后整理出版为《求是之行 — 重走浙大西迁之路》中的一节及附录予以阐 

述，获得很多人正面的响应；同时也听到一些不同声音，特别是仍有不少网络文章甚

至学术著作继续宣扬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之说。促使我思考为什么竺可桢

和李约瑟都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的“东方剑桥”，在 1980年代后却甚嚣尘上、在之

前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呢？而现在为何想正本清源的阻力仍然很大？ 

最近一偶然机会我堂兄在翻阅我家老屋的资料

中发现一份浙大校史稿，盖有蔡邦华藏书的红字印

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查看后，马上通知我并复

制拷贝发我。此稿由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执

笔为安康、正棠 和打黑框的孙祥治，标注一九八二

年春。我记得在该年四月一日是浙大校庆 85 周年，

也是家父离开杭州近 30 年后第一次返回母校参加活

动，当时还是钱三强兼任校长的尾声 2，因我深知他

对浙大的复杂情感 3，是我反复动员下才来参加的，

当时他身体已不好，在我们陪同下来杭的，这份校

史稿应在那前后得到的，因为第二年他就乘鹤西归

了。有意思的是他认真阅读了全稿，却在“一九四

四年四月十日李约瑟到浙大参观后对浙大师生作

“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段落

下勾画了下划线，予以突出，或是对此有所质疑？4 在我的文章里曾提及在 JN and 

Zhejiang University（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有关李约瑟（JN)和浙江大学）的

 
1 蔡恒胜 浙大西迁二代退休老人，生于 1943年西迁时的贵州湄潭，竺可桢日记和浙大西迁史的爱好者。 
2 钱三强于 1978.12-1982.06期间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浙大同属中国科学院管辖。这次校庆由副校长杨士林主

持，钱三强没有出席。钱三强与父亲很熟悉，他家与我家是近邻，但没想到他这次却因病缺席。 
3 我父亲 1949年 4月 1日曾与郑晓沧等三人是浙大 22周年校庆筹备委员，竺可桢校长离校后被推举为临时校务委

员会主任，主持校务，接受军管。1952年三反运动被诬陷，被隔离审查，最后查无实据消案处理，上调中国科学

院。沙文汉省长后来作了道歉，但身心受到很大影响，以后一直没回过浙大。  
4 家父收集有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史》五卷是家中常翻阅和讨论的话题，但我从未听他说过李约瑟称赞浙大为

“东方剑桥”的话语。 



网页上由国内上呈（时间标明为 2017/5/8 上午操作者：John Moffett ）的周惠斌

《李约瑟两访浙江大学》的文章里提及“4 月 10 日，李约瑟自重庆来到遵义，浙大竺

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为师生作了《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

李约瑟在演讲中感怀于浙大浓厚的学术气氛，认为浙大完全可以同英国的剑桥和牛津

两所大学媲美，并且高度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我当时就指出“该文更荒唐地说

出是李约瑟第一次访浙大的 1944 年 4 月 10 日，他在《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

的演讲中提出东方剑桥的下划线的文字，这样提法明显失实，完全没有根据。竺可桢

日记中记载，4 月 10 日，李约瑟中午到遵义，马上吃饭，之后就作上面的演讲，第二

天就离开遵义了。李约瑟对浙大原来是没有多少概念的，因此不可能一到浙大，在没

有参观与交流的情况下，就在演讲中说浙大是东方剑桥。这位写手不知从哪里获得的

材料，他看过李约瑟的演讲稿？演讲稿上有“浙大是东方剑桥”的文字？”我也查找

“周惠斌”是何人，是否代表浙大校方？未果。现在看来出处就在于浙大校史稿。我

请教了浙大的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钱永红，安康、正棠是谁？原来是毛安康和毛正

棠俩位先生，而孙祥治先生则是竺可桢日记里所注的时任浙大文书室主任。我查到

1963 年 9 月 13 日竺日记曾记载：“浙大寄来《浙江大学校史初稿》第一编二部分，

讲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一个时期，正值我长校时期，写得相当详细。”以此为线索，

请许高渝老师帮助，希望进一步了解浙大是否有李约瑟的“战时和平时之国际科学合

作”的讲演稿，两位毛先生是否亲自看过该稿有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文字，可

惜两位先生已不在了，但浙大并没查到有该讲演稿。钱永红提供了我 1944 年 [ 第 27

卷 第 2 期 ，27-35 页 ]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上刊载的“J.尼德汉  战时与平

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文章和  1943 年 [ 第 3 卷 第 1 期 ，53 页 ]的 《图书月刊》  

尼德汉抵渝提及他的该讲演稿，以及在李约瑟的《科学前沿》中刊载的“战时和平时

之科学合作”译文。文中都没有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文字。而且李约瑟

1943 年 3 月抵达重庆就开始作那个报告，当时的李约瑟对浙大情况一无所知，也不认

识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 1945 年第 1 期有许多有关李约瑟在浙大的报

道。这应是最全，最详细的在遵湄时期有关李约瑟访问浙大的珍贵史料，从郑宗海、

吴仿、林 等人署名的文字报道中也都没有“东方剑桥”之说。1943 年 8 月 10 日出版

122 期浙大校刊，但 123 期则到了 1945 年 5 月 10 日才出版，其中正好缺了 1944 年一

年多的资料，所以没查到有浙大校刊关于李约瑟两访浙大的报道，而且至今在浙大

1946 年复员杭州以前，除了查到 1944 年 12 月贵州日报“尼德汉教授赞扬我科学家联

大浙大不啻牛津剑桥哈佛”的标题和中央社伦敦新闻稿中李约瑟以西南联大和浙大学

生的学术水平高，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相比拟的字句外，没有任何东方剑桥的

文字。因此，需要追根寻源的是那本 1982 年浙大校史稿称所谓李约瑟 1944 年 4 月 10

日的“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讲演”。我们就是不知道那本校史稿的作者是在场



的听众，还是听说，或是看过李约瑟的讲演稿，或只是事后含糊作出的推论，该校史

稿写法是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而不是直接引语“称赞浙大是东方剑桥”。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查到一张校史初稿的封面上有批注：本件系一九六二年编写的未

定稿本内容观点多有谬误。只能作参考，不能作正式根据，如作为材料摘录，仍须核

实。我察看了 1962 年编写的油印稿（如图）第 80 页，即李约瑟 1944 年 4 月 10 日的

“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讲演”的一段话，与 1982 年的校史稿文字稍有差别是李

约瑟称浙大为＂东方剑桥＂，少了个“赞”字。不知此稿是否是孙祥治所写，并在

1963 年 9 月 13 日寄往北京请竺校长过目的那一份校史稿？在 1981 年 10 月还有一份

校史征求稿，是该稿修改为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旁边有人的批注的意见

“可综合说明中外人的称赞”，再旁是校史稿作者的辩解， 因中国人没有称赞浙大，

故不列。由此有理由认为是校史作者认为李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更好，并在 1982

年校史稿得以确认。最近查到这个“周惠斌”开始变调了，现在网上已查不到李约瑟

研究所那篇周惠斌的“李约瑟两访浙江大学”的文章，而在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转载

的人民政协报 2009-06-11 的“李约瑟先生两次访问访浙江大学”一篇和另一篇 2017

年 3 月 21 日的人民政协报以“李约瑟先生的中国情结”为题，谈到了李的两访浙大，

内容基本相同。对他第一次访问，他这样写道：“1944 年 4 月 10 日，李约瑟自重庆

来到遵义，对浙江大学进行考察访问，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为师生作了

《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李约瑟的精彩演讲不仅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

者的声音，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而且使他们认

识到中国的抗战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

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

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还与师生进行了友好交流。”他的“李约瑟在演讲中感怀于

浙大浓厚的学术气氛，认为浙大完全可以同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媲美，并且高

度赞誉浙大为“东方剑桥”。”词句不见了。对第二次访问浙大，又作了不同的表述，

但改说“李约瑟两次访问考察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声名远播、走向世界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没再提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那段话了？既然

作者改变了观点，说明“东方剑桥”不是出自李约瑟之口，那为何不通知李约瑟研究

所 John Moffett馆长更改在李约瑟（JN)和浙江大学网站上同一篇文章的内容呢？ 

在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现收集到的有关校方浙大校史资料有四个版本：

《浙江大学在遵义》（1990年）、《浙江大学校史  上卷 •修改稿》（1992年）、

《求是园沧桑  浙江大学简史》（征求意见三稿   1994年）、《浙江大学简史（第

一、二卷）》（1996年）。对于“东方剑桥”之说有着略有不同的表述。还有两本编

辑的竺可桢传，其一为浙大毛正棠执笔的《竺可桢传》（上册）（1982年），有“东



方剑桥”文字。王国松序言也有，但王没提“李约瑟称”几个字，而毛正棠说到了李

约瑟的《战时与平时…》演讲时，同时说：“曾称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这与

张其昀在 1947年校庆特刊 —“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的说法“称之为东方的剑

桥”相近，看来毛正棠用 “同时说：曾称赞”引用了张其昀文章的说法，而本人在前

述文章中已指出，张其昀先生在李约瑟 1944年访问浙大时，他在美国进修讲学，没有

参与接待。因此他的说法似乎来源还是中央社倫敦十四日（1944）报道：返英之尼德

汉教授 应“中国大学委员会”之请所发表的演说的衍生，以及后来（1967年）他在

提及李约瑟同一段话时用了“中国的剑桥”与“东方的剑桥”不同的提法，应该更严

谨了些，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 1990年科学出版社的《竺可桢传》里没有“东方剑

桥”之说，该传记（上篇）的第四章“肩担浙大重任，危难中颠沛西迁”（许国华执

笔）有如下文字：“……浙江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也大有提高和进步。当时浙江

大学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在全国有很高声誉，物理系、化工系、化学系、史地系和电机

工程系等也很有名。浙大的学生在学业竞赛和公费留学生选拔中常常名列前茅，浙大

的教授在科研成果评奖中得奖名额和中央研究院担任评议员名额也处于各大学前列。

当时物理系王淦昌教授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刊于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

61卷 97期 1942)，在国际学术界有划时代意义：另外王淦昌关于分子轨道和杂化的

研究，生物系贝时璋教授关于实验生物的研究，谈家桢教授关于基因遗传的研究，罗

宗洛教授关于微量元素和生长素对植物生长关系的研究，蔡邦华关于昆虫分类学的研

究，数学系苏步青教授关于射影微分几何和仿射微分几何的研究，陈建功教授关于三

角级数论和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史地系张荫麟教授所著《中国史纲》等，都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其结果，浙江大学的声誉日隆，成为全国少数最好大学之一。1944年英

国李约瑟教授在考察中国许多大学之后，说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

一”，又说中国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可以和西方的牛津、剑桥、哈佛媲美。尽管浙

江大学的进步在竺可桢接任的前四年内就已开始，那时因为忙于搬迁动荡不安，进展

较慢：大部分的进展，是在贵州六年半中取得的。”该段标注是参考浙江大学校史编

辑室《浙江大学校史稿》浙江大学 1982 年印等材料，但偏偏删除了李称赞浙大为

“东方剑桥”一句。说明竺可桢研究的部分学者包括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等人并不

认同李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的说法有足够的证据。我在上次的文章里曾提及苏步

青和谈家桢在纪念竺可桢百年诞辰时的文章里有类似说法，特别是由苏先生口述，再

由校友杨竹亭记录整理成文的《怀念竺可桢先生》中说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

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但这与 1982年浙大校史稿说是李约瑟在 1944年 4月 10

日第一次访问遵义时讲的显然矛盾，竺可桢 4月 10日日记：”三点请李约瑟讲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in Peace&War 和平与战争中的国际科学合

作。谈一小时余，至四点半散会，由劲夫陪同，参观工学院实验室。六点半在教职员



俱乐部晚〔膳〕，到迪生、劲夫、荩谋、洽周、振公、直侯、尊生、坤珊、俶南、羽

仪、钟韩、耀德、馥初、乔年及曹君（梁厦之公子）。膳后请李约瑟谈话，述其来中

国后工作之经过。……”4月 11日 “七点至社会服务处送李约瑟赴贵阳，到荩谋、

劲夫与洽周。…… ”没有提到浙大湄潭方面有人参加，李约瑟在 10月 25日在第二次

到湄潭的浙大访问，使他对浙大的科研活动有深刻印象，因而回到伦敦后的发言才给

于浙大高度赞扬。而浙大校史稿里并没有提及在该期间李约瑟有再次称赞浙大为“东

方剑桥”的话。实际上苏先生在 1987年

10月 25日有亲笔写给遵义浙大校友的信

一封，信中他提及“当年，英国李约瑟先

生曾来遵义参观，赞誉浙大为“东方剑

桥”“的话。这说明他是认同了校史稿中

的说法。苏伯伯是我熟悉的长辈，他与家

父同年，属虎，都曾在日本留学，在浙大

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而在同一年的 1987年，我出国归来曾到上海复旦九宿舍拜访过

他，当时他 85岁高龄，虽然夫人去世对他有所影响，但思路清楚，身体可以，这封信

应是他写的，没错。因我和他通过信，他曾为我出国写过教授推荐信，我认识他的

字。在拨乱反正的年代，我完全理解老一辈浙大人包括家父用东方剑桥来比喻竺可桢

执掌浙大十三年的辉煌历史，从而肯定竺可桢校长的巨大功绩。因为政权交接后，浙

大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学校，竺可桢离校后，浙大被军管，他在写给王国松、蔡邦

华、谭天锡常委的信中，甚至表示“一俟军管会对于接收浙大办法定后，弟自必返校

交代”的字句。院系调整后浙大被拆分，成了工科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老浙

大人甚至不愿触及浙大过去的历史，直至 80年代才开始改变。但竺可桢制定浙大校训

是“求是”，李约瑟称赞过浙大，但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却没有文字依据，校史

作者在没有对“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讲演稿的核实下，含糊地作出的推论， 

是不足信的，不求是的。至于后来一些文章为了取证李约瑟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

的作进一步发挥想象，甚至有浙大校长写文说“李约瑟在‘自然’周刊上赞誉浙大是



‘东方的剑桥’”5 则是更不应该了。现在很多浙大人已不再提李约瑟称赞浙大是

“东方剑桥”了，但社会上流毒太深、太广，我作为旁观者表达的只是个人意见，既

然误传首先出自于浙大校史出版物，建议浙大以“求是”精神，正本溯源，修订正确

的浙大校史，祛除过去不实传闻和不确结论，以使真史流传，杜绝社会舆论的以讹传

讹，使＂求是＂精神发扬光大，永垂史册。（于 2020年 7月 10日）

 
5 查见“生物学人仰泰斗，求是师生颂寿星”的文章。 


